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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

张旭鹏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

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

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

发展。尤其是近 20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
的领域不断拓展，史学实践对理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

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

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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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中并不缺乏对理论的思考与建构，但真正有意识地将理论用于并指导史

学撰述的实践还是始于 20 世纪初。其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尝试以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
学，进而建立一种以国家、民族和国民为本位的“新史学”，以此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新中

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

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

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近 20 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
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对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

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

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在唯物史观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李大钊看来，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是唯物史观较之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及西方的宗教史观、政

治史观和唯心史观的进步之处，由此可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进化研究”，进而能够全面和客观地理解

历史的“全部真实”[1]（P192）。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
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

更具合理性。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史学理论主要指历史学本身的方法与理论，但也偶尔涉及历史理论。



张旭鹏：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 · 17 ·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社
会的属性和中国古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具有历史理论性质的问题上。受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

影响，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1954 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
一些问题》一文，旨在说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较之旧版的新颖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突出

了“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若少了这条线索，便“不可能讲明历史”[2]（P22）。当时历史
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所谓的“五朵金花”，无不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不过，这一时期，唯物史观

在理论上对历史研究的统摄，也带来了一种将唯物史观直接等同于史学理论的倾向，这就使得具体的历

史研究在运用理论时，往往忽视了特定的语境和研究对象的差异，理论的使用也容易沦为一种迎合而不

是现实需要，失去了其本意。这种理论的泛化导致了历史研究的教条化，因而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

徐成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轨迹浅析》一文中所言：“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

史学界 (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
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

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

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之间作出区分，以强调前者相对的独立性。

比如，刘大年在 1983 年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

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

的。”[3]（P173）宁可同样认为，当前的史学理论“往往侧重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在历
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重复”。他建议回到

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上，即以历史学本身而不是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理论和方法上，具体包括“历

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 等
等”[4]（P28-30）。
在这种主张的呼吁下，同时也缘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方史学理论再次引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首先转向了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上，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

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马雪萍在 1988 年发表的《论历史认识的客观
性与主观性的关系》一文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指出，历史学家的主观

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研究者的

主观因素如果有助于认识历史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应当予以肯定。鉴于历史认识不仅涉及事实判断，

还涉及价值判断，历史的“真”因而既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同一年，武汉大学的两位博

士生撰文探讨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学客观性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历史学总是要对过去作出某种解释，

因而历史著作中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和中立，也不可能有不带任何解释因素的历史事实。由此，两位作

者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大胆提出了历史即解释的观点。这样，历史事实便不能独立于历史学家

的解释之外，但也不会与历史学的客观性产生矛盾。原因在于历史解释有其限度，不能随心所欲。再者，

客观性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它是在历史认识中体现出来的，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

史学客观性。客观性应当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动态地把握”[5]

（P147）。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陈启能，他援引苏联学者的历

史事实概念，认为完整的历史事实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二是反映这一过程的史料；

三是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映像。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或史学事实指的是第三个环



· 18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节，即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去认识历史事实。考虑到史料并不必然反映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学家需要

对史料进行核实和校勘，做到去伪存真。陈启能还认为，作为历史认识的范畴，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历史

认识的主体即历史学家而存在，历史事实因而是一种无法摆脱解释的事实，但解释不是随意的，它受到

历史事实的制约。总的来说，陈启能侧重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6]。陈光前赞同陈启能对历史事实的三

个层次的划分，但他重点强调了历史事实的动态性，即历史事实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虽然发生且完成，

但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依然对现在产生影响。而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出现，也会对历史事实进

行重建，导致其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历史事实的意义，亦即研究者赋予它的现实意义也因时代和语境

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历史事实的这种动态性，使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因而从来不是一门

关于过去的死学问 [7]。张耕华同样认为“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但与陈启能的分类略有不同：一是曾经

发生或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二是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三是包含在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三者构

成了历史事实的本体、概念和信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都遗存为史料信息中的历

史事实，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也并非全部表征着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认识客体

的历史事实，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于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历史

学家的主观赋予，张耕华的观点是，历史事实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随着历史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

历史事实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因此历史事实存在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 [8]。

进入 90 年代，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重点转向历史学的本质，亦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上。
何兆武认为历史学兼具科学与人文的特征，为此他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 I 和历史学 II。历史
学 I 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在这一层次上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属于科学的范畴。历史学
II 是对历史学 I 的理解或诠释，它因人因时而异，是思想的产物，没有现实的客观性，属于人文学科范
畴。何兆武的结论是：“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也不是科学；它既需要科学性，又需要科学性之外的某些

东西。”[9]（P39）与何兆武不同，庞卓恒认为历史学 II 同样属于科学范畴，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
的理解或诠释这样的精神因素同样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同样能够发现其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规

律。庞卓恒进而指出：“历史学本身的历史表明，历史学家对于他的研究对象自身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性或规律性的意识越强，他对历史运动的深层内涵的洞察就可能越深刻”[10]

（P42）。尽管何庞两人对于争论的基础即究竟何为“科学”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科学”究竟是自然科学
意义上的科学还是一门学问或一种知识体系，但两人对历史学本质的讨论，真正触及了历史认识论的深

层问题。

上述对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带有强烈的理论和思辨色彩，对于澄清历史学的性质，厘清历史事实

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深化历史学的功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具体的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

种抽象的理论探讨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那些注重实践的历史学家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在 90
年代，更多的历史学者选择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 [11]（P1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
在更切实可行的史学方法论上下足功夫，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

二、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史学界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引介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1924 年，美国学者鲁滨逊的
《新史学》经历史学家何炳松的翻译在中国出版，该书所倡导的进化论思想、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文化

史的研究路径，给国内史学界带来巨大影响。1933 年和 1937 年，李思纯译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
合著的《史学原论》，陈韬译德国学者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相继出版，对中国史学界接受并应用实

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到 1976 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西
方史学理论基本遭到否定和排斥，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变。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之前被否定和排斥的西方史学理论予以重新认识和肯定。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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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和张广智在 80 年代中期都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强调了其进
步和积极的意义。张广智也对鲁滨逊的新史学予以肯定，反对将其不加分析地归结为欺骗工人阶级的，

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谬论 [12]（P68-69）。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也开始系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理论，
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方法论。总的说来，从 80 年代至今，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史是
国内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重点。

早在 1978 年，张芝联就撰文对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及演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这大概
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最早的引入 [13]。到 80 年代中期，王晴佳总结
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即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扩大化，以及将历史学“社会科学

化”的倡议，一定会给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 [14]（P56）。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年鉴学
派在史学方法上的嬗变，徐浩在 1992 年就建议人们关注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以往史学研究中的“经济”一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15]

（P130）。汪建武则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做出了准确的概括，即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有
机系统来认识, 采用各种系列的、功能的、结构的、综合的、多元时空的研究方法, 多向度、多层次地去把
握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总之，正如汪建武在《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一文中所说，年鉴学派拓展

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新了史学观念，变革了史学方法，扩大了史学领域，最终推进了史学革命。

现代化理论进入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为研究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不同

以往的历史思维模式。对此，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罗荣渠明确指出：“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人

类发展，与 18 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的 ‘进步’ 观念，19 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提出的 ‘进化’ 观念，马克思
主义者提出的 ‘革命’ 与 ‘过渡’ 观念，等等，都不尽相同。”[16]（P32）罗荣渠进而指出，作为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现代化有助于纠正之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把我们的历史研究从长期以来只注重阶级斗

争与生产关系方面转移到注重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也就是转移到注意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方

面”[17]（P163）。在此基础上，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肯定了生产力而非生产关
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消除了“五种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给史学家带

来的困惑。“多线”强调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而能够兼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唯物史观的修

正，“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 [18]。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史学界引起关注，主要始于 1999 年罗志田就美国汉学家何伟亚的新著《怀柔远
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所发表的一篇长篇书评。罗志田对该书的后现代史学取向和方法作

出了评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让大陆学界开始对后现代史学有了初步印象 [19]。王晴佳则在 2000 年的
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后现代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关系，指出后现代史学侧重历史的叙述形式，不再坚持科

学史学的“神话”，从而摆脱了让人困扰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 [20]（P139）。程光泉肯定了后现
代史学的方法论价值，认为它清除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积弊，强调了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以
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 为新社会文化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堪称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
场“颠覆性”革命 [21]（P16）。陈新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将后现代史学视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
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而是致力于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 并交由读者阅读、判
断，随后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这样, 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
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当然，国

内学者同样关注到了后现代史学的弊端。于沛认为，后现代史学刻意凸现话语之间的交流、转换以及文

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再看重原始史料，放弃了在实证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图景。这样，在历

史叙述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客观历史。后现代史学的这种论调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

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理念，截然对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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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1）。
近年来，全球史因其宏观的历史视野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成为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

点。刘新成将“互动”视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在于交流、交往、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

甚至塑造对方。互动的观念有助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世界和

人类的历史予以尽可能真实的描述，这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值得追求的理想 [23]（P10）。
何平则认为，从史学编纂的角度看，全球史较之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在研究视角、

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称得上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思维模式和历

史书写方式 [24]。与此同时，于沛强调了全球史的多样性，指出全球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有着不同

的表现方式。这是因为每个民族特有的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每个民族丰富的记忆遗产决定了全球史不会

只有一种模式，只有把全球史与民族历史记忆结合起来，历史学家才能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 [25]。张

旭鹏指出了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之处，即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全球史叙事也应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在研究跨文化

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

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应当体现全球

时代差异和多样性 [26]（P25）。对于全球史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史学理论时，正努力
展现自身的主体性。但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出发点是探求人

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统一性就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去寻找共同接受的价值

观，尽管当前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正如刘新成所说：“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

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27]（P187）
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

点，它们对于推动中国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

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即时关注西方新出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潮，比如历史记忆、历史时间、大历史、后

叙述主义、情感史、人类世、动物转向、后人类状况等，表现了中国学者努力做到与西方学术同步，进而与

西方史学理论展开对话的愿望 [28]。

三、史学理论发展的前景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历史学的特点
是经验研究，但理论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不能忽视。我们回顾过去 70 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历程和
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发现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

作出积极的展望，并提出更高的期待。总的说来，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

进一步提高。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时代性，原因在于它可以不断为具体的历史研究提供帮助，这更多地体现在史学方法论上而不

是历史认识论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突破还是应回到史学方法论上。纵观国际史学界，一个

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之前一度衰落的经济史、社会史和革命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归，旨在对历史研

究中过于关注文化因素，而放弃结构性问题的矫正。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依然能够在经济史、社会史、

革命史研究中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还是革命史，研究者都对个人、群体、社

会集团乃至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属性保持高度关注，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

历史叙事中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人问题的重视，依然会对上述研究在方法上产生

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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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国史学史研究大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通过考察东欧的史学研究后发现，民主德国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在经济史领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特别是，他们通过常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重要而真

实的史料，对于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社会状况，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以及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社会抗议运动等十分重要。不仅如此，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在共产主义、自由和

民主运动等领域，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并且纠正了德国传统历史学家的某些偏见，比如，有意忽视

对个人历史的研究 [29]（P152-153）。伊格尔斯也高度评价了在波兰日渐兴起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认为波
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在有意识地尝试跨越理论与经济观察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正试

图构建一种既考虑到发展的抽象逻辑，同时也考虑到与这一发展相关的具体历史因素的研究方法，从而

避免“与历史无关的抽象”和“与理论无关的历史主义”这两种极端。伊格尔斯指出，波兰历史学家的研

究路径与法国的年鉴学派非常接近 [29]（P155）。由此，伊格尔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加强人们对社

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的物质基础的关注 [29]（P158）。伊格尔斯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
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价值，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其次，继续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将之转化到具体的历史实践

中去。邓京力在一本研究最近 20 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中指出：“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立场审视
近 20 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当前
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30]

（P1-2）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实际是满足中国史学的需要。经过学者几十年来的引
介、评价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已经对中国当前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有益的影响。以颇有争议的西

方后现代史学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助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审视中
国历史。诸如传统的发明、知识的再生产、话语分析、历史记忆、眼光向下等诉求开始出现在一些被冠以

“新社会史”或“新史学”的研究中。“新社会史”在中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谨的派别，其研究者身份的复

杂性——集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外国学者为一体，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性——融微观史、新文化史、
历史人类学和文本分析为一身，都显示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近年来，“新社会史”更是以一种内

涵更为含混的“新史学”来彰显其与以往史学的不同。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史”是一种范式，还不如说它

是一种研究视角。但不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才是“新社会史”的应有之义。

“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

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

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31]（P36）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醒人们，“弥散于社会学、人类
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 ‘后现
代’ 理论的批判能量。尤其是这些研究所细腻揭示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开启
了既超越 ‘革命史叙事’ 又超越 ‘现代化叙事’ 的历史解释新框架的可能”[32]（P27）。“新社会史”的另一
位实践者孙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就是要“放弃建构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

论的转变……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解读的观念和方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
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33]（P22-23，2）。在孙江那里，“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就是要与“后结
构主义历史学结盟”[34]（P9）。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史学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范式
转换，但“新社会史”或“新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研究面貌带来了

改观。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关系。不可否认，中国的历

史学家在重构过去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中，曾极大地受益于西方理论。但同时中国学者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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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在西方理论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

言，究竟是对西方理论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价值和意义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从中

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中发掘某些有益的理论因素，使之与西方理论形成一种有效的平衡，抑或主张回归中

国传统的治史理路，将西方理论彻底抛出史学研究之外？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理论

视作一种无涉价值的具有科学特性的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暗含的种族和文

化限度。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则预设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观念

上潜在的对立。至于无视西方理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更像是一种偏执的非理性行为。

这里，将“混杂性”（hybridity）概念引入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
的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史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35]。理论的“混杂性”强调了理论的跨文化维

度，它既看到了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

论时对之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

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

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

突的过程，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也完全内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意

识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进入和离开西方的策略，而不是迷失

在西方的话语之中 [36]。

如果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史学理论应当成为一种可以被称作“世界史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个缺少了中国史学理论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完备的。中国的史学理论当然与西

方的史学理论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理论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前提 [37]。

不论史学理论的形态是中国的、西方的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整合在一个兼具统一性

和多样性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中，从而为人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意识，塑造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域

的身份认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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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

Zhang Xup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historians have formed the stud-
ies of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and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tradi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
phy. This parallel and diverse research patter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istorical theories has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progres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has led
to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problems among historian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 higher expectation of the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Th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evolu-
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significant in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role and value of the discipline, grasping its future changes and trends, and also consi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storical theore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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